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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世纪的财务法院、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民主制是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

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财务法院实现了国家统治者对地方治理者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其良好治理行为的统

治意图；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地保证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享有实现他

们目的的平等机会，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投资；美国联邦民主制的成功揭示了，民主若要成功，仅有选举是不

够的，它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民主声誉的候选人，需要建立从地方到联邦的各层次的民选机

构，通过各层面民主的激励，来推动民主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历史缘由和功能上类似的重要政

治制度，如科举制、奏章制度等。所有成功制度发展的背后都有一些普通准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的关系对大国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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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ｇａ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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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ｉｃ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Ｌｏ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ｏ　ｓｈａｒｐ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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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需要尽可能努力地去理解成功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本质基础。通过对贯穿于历史
上的许多不同制度的研究，我们就能尝试着发现某些支撑所有成功制度的普遍准则。本文将把经
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英国和美国政治制度史的分析中，并与中国的历史进行对比，以此来
总结笔者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笔者将指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大国的
成功具有关键作用。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本文将分析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种重要制度的发展，这
四种制度就是中世纪的财务法院（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英国普通法（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英国议会（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和美国联邦民主制（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一、财务法院

如果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你将发现历史学家们会特别谈及１２００年左右的财务法院①对英
国君主制发展初期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１］。如今，财务法院的财政大臣（ｔｈｅ　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ｅｑｕｅｒ）就是英国财政部长，因此，一般人或许会认为中世纪的财务法院是处理金钱或经
济问题的，但事实上它对整个英国政府都有关键作用。我们有一部理查德·菲兹尼戈尔从１１８０
年开始记录的财务法院对话手稿，它向我们解释了英国早期财务法院的工作以及它为什么会如
此重要的原因。

财务法院的称谓来自西洋棋盘的桌布。“财务法院的称呼从何而来？……因为财务法院上的
桌子像西洋跳棋的棋面……而且，就像棋面上双方对垒一样，财务法院桌边也进行着一场司库官与
郡守之间的争斗，双方分别陈述，而其他的官员围坐两旁，监督和评判整个过程。”［２］为了计算君主
制英国的财政状况，他们在方格状的桌面计量表上推移代币（见下页图１）②。菲兹尼戈尔也告诉我
们，如同玩跳棋和象棋一样，桌子上都存在着竞争，存在着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如果要了解成功的
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需要弄清楚，在财务法院会议桌上博弈的双方是谁？以及为什么这个制度对
英国国家的崛起如此重要？

这个问题的答案为，财务法院中发生的是司库官（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和郡守（ｓｈｅｒｉｆｆ）之间的基本冲突。

在中世纪的英国，郡守是一位真正的治理者，每个郡守都是英国诸多行省中一个省份的治理者。因
此冲突双方是同一个政府中的两个部分，司库官代表中央政府，郡守则是一个省的治理者。英国国
王让司库官掌管他的钱财，但他对国家的控制还是要依托于这些管辖着各省的郡守们。

“郡守”（ｓｈｅｒｉｆｆ）一词在拉丁语中是“ｃｏｍｅｓ”，即伯爵，伯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叫“ｃｏｕｎｔ”。当时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如果全国政府分崩离析，那么作为地方治理者的伯爵实质上就成为独立的地方
统治者。为了统治英国，国王必须要能够控制他的治理者。然而，在１１８０年，作为权势强大的治理
者，郡守在他们的省份中有大量的机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当地的农民巧取豪夺。为阻止这种渎职
行为，国王必须让这些地方郡守确信，如果他们忠于职守，有效地管理所辖的郡县和行省，那么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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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财务法院是中世纪英国的一个政府机构。源于威廉时期的御前会议，在亨利二世时期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为国王征税等
财务行政的机构，同时又是处理影响税收纠纷等财务诉讼的机构，其司法和财政工作是不分的。１３世纪末，财务法院
的司法工作开始逐渐独立，出现了与其他法院相似的性质，尤其是财务法院的官员开始从律师中选任，管辖权也开始扩
展到财政事务以外的普通诉讼。在１８７３年《司法法》颁布后，１８７５年，财务法院并入高等法院。———译者注
中世纪财务法院有这么一张用来计算税收和货物价格的会议桌，长１０英寸、宽５英寸，四周有一圈大概高出桌面四个手指
厚的边缘，以防止桌上的东西掉落。桌子上面覆盖着一块黑布，布上有绿色的条纹，间距大概一个成人手掌，条纹隔出的
一个个空间放着不同金额的筹码，代表便士、先令及英镑等不同的金额。这张桌布与西洋跳棋棋面的方格很相像，所以财
务法院又称棋盘院，财务法院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具体见图１。———译者注



远的角度来说他们将获得国王巨大的回报，如果他们被发现滥用手中的权力，就会失去这些长远的
回报。

图１　财务法院桌子示意图

从今天的经济学理论来看，这种通过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良好行为的做法被称为“道德风险租
金”（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ｒｅｎｔｓ）。在任何组织中，当握有大权的主责官员在当下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时，就
必须以高额道德风险租金的承诺来激励他们［３］。不过，如果这种承诺变成了组织的亏欠，组织的最
高领导者也有可能故意指责官员渎职，从而免去承诺的兑现。在财务法院这个案例中，组织就是英
国的君主国－－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君主国。因此，亨利二世有可能会经常有意控诉地方官员滥
用职权，从而逃脱奖赏这些郡守的负担。然而，郡守们只有相信国王会对他们的绩效作出合适的判
断和奖励时，才会以国王的名义认真地管理国家。因此，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向郡守们保证自己会对他们作出公正评判呢？财务法院为英国国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一
位郡守每年两次到财务法院与司库官会见，结清账目；另外，一大批全英国最有权力的人也聚集于
财务法院，见证和监督整个过程。财务法院制度经过仔细设计，能保证如果国王以渎职为由将郡守
免职，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出于正当理由，因为郡守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公开地在法院留有记录。

所有强势的君主都会建立类似的制度与法院，并借此向其高官承诺会对他们作出恰如其分的
评价，并对他们奖惩分明。中国古代的朝廷有最完备的文档保存制度，它为晋升或贬谪官员的决策
奠定了清晰的基础。然而，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这种制度失效的最令人震惊的典型案例，那就是明
末朝廷不公正地处死了重要军事将领袁崇焕。这之后，明朝的最后一位帝王崇祯失去了他的将军
和官员们的信任，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武断地奖赏抑或是惩罚［４］。这种最基本的信任的
缺失导致了这个本该强大的帝国的覆亡。这种错误很少发生，英明的帝王不会像明朝最后一位皇
帝对待袁崇焕那样做事情。

二、英国普通法

英国国王亨利二世时期第二个重要的制度发展是英国普通法。当西方经济学家思考现代
经济发展的首要制度性前提时，一般把法律制度列为第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投

８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资，只有当投资者得到了可靠的保护，投资才会兴盛。在西方，人们期望他们的投资能得到法律
体系和法定机构的保护，这种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基于如此深厚的历史根源，

大约１１７０年，英国伟大的普通法传统在亨利二世时期真正开始发展，它直接奠定了当代美国和
英国法律传统的基础。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法家是一种类似于英国普通法的传统，然而，它不是一种商法的形式，而
是一种关于帝王如何通过立法来更好地剥削百姓而非保护百姓私人投资的学说。但显而易见的
是，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商业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即使在形式上没有与西方法律相
对应的制度。中国在产业和技术发展上的巨大成功告诉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保护投资的成
功制度，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某些因素成功地发挥了如同西方法律那样的作用。

当笔者考察中国的历史，寻找与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普通法发展最具相似性的制度发展时，发
现它就是科举制。虽然普通法和科举制看上去是非常不同的东西，但它们的历史缘由却展示了一
种有意义的相似性。

为了分析这种相似性，我们首先要研究，为什么亨利二世这个专制君主要建立一个法官体系，

并且赋予这些法官相当独立的司法权？亨利二世和他的母亲为了争夺王位，与他的表舅斯蒂芬交
战甚久，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斯蒂芬去世后，权力和平交接，亨利继承王位。为了维持战后的社会
安定，亨利必须保证他母亲的支持者和斯蒂芬的支持者能在新政权下和谐共处。在当时的英国，土
地是权力的关键，因此，亨利需要建立一套裁决土地纷争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能确保无论是他的
支持者还是斯蒂芬的支持者都有获胜的机会和可能，而他本人不必为任何一方的成败负责。于是，

亨利二世创立了一套法院系统，把中央集权和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分权结合在一起，国王集中监管法
官的任命，而法官将问题提交给由乡绅组成的独立陪审团，法庭的命令由行省的郡守负责执行。

下面以此来对比一下宋朝初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唐朝灭亡后，继起的五代十国在宋朝重新统
一起来。十国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一种强烈的和平意愿，同意在宋朝统治下走到一起。这种情况之
所以会出现，离不开宋朝皇帝采用的科举制。科举制保证了权力和高级官职在朝廷的支持者与十
国割据势力的支持者之间公平分享。各国子民都有平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他们都觉得有平

等的机会在在宋天子的统治下获得官职［５］１８８。

因此，从政治上看，中国科举制和英国普通法在历史缘由上非常相似，最初的设计都是为了向
反对派政治精英保证，在新的国家统治者之下，他们享受一定权益的能力会得到保护。不过，经过
数十年的发展后，这些制度下的权益保护已经大大延伸和拓展，惠及了更多的大众。

英国普通法和中国科举制在缘由上的相似性提示我们，这两者在功能上可能也有相似性。儒
学体系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首要的规范政府官员之间交往行为的法律制度。儒家学者习得了一套
复杂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如何彼此相处，这些儒学的行为准则实际上也成为一
种规范中国士大夫的法律形式。在这个传统的帝王体系（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中，有人想要保护他们
的商业投资，就必须让亲属加入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或者与朝廷的官员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然
而，在宋朝，士大夫这个群体迅速壮大，超出了官员的数量，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为数众多，无
法都实际获得官职。于是，这些获得科举功名却没有谋取官职的士大夫成为地方乡绅，同样也享受
着儒学体系所界定的有声望之人应有的特权地位，他们成为了居住地社群的领袖，承担地方治理的
部分责任。因此，在宋朝，儒学教育确立了一套规范官员彼此相处的制度规则，而平民百姓或者学
而优则仕，或者与士大夫建立个人联系来寻求这个体制的庇护。

在西方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建立一套制度，试图在政府官员与其他群体之间树立藩篱。不过，

在当时的西方有律师，其职业就是在国王的法院上代表统治精英之外的大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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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会

亨利二世之后过了一个世纪，大概在１３００年，他的四世孙爱德华一世继位，主持了中世纪英国
另一个伟大的制度发展———议会。作为一个专制的君主，爱德华当然不是为了与大众分享权力而
建立议会的，而是把它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实际上，正是在建立议会之后，当时的英国才有能力发
动对法国的百年战争，尽管对手是更大的法国）。为了了解议会对巩固英国君主制的意义，很有必
要分析１３００年的议会———这是议会的第一个世纪，看看它都代表了哪些人。
第一届英国议会代表了农村的乡绅和城市的寡头统治者（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ｓ），也就是说，早期的议会向

执掌最基层政权的地方官员开放［６］。如前所述，英国国王通过建立强大的财务法院，让地方治理者
有申诉的场所，以此向各行省的治理者（或郡守）作出奖赏分明的可靠承诺。地方治理者只有几十
个，然而，在乡镇负责征税和裁决纠纷的乡绅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以至于无法定期将他们全部
聚集在一个国家的法院中。但是乡绅们也可以派代表参加这样的会议。因此，国王需要建立一个
供这些乡绅代表们申诉的场所，以供他们表达对上级政府官员侵害其权益的不满，从而实现国王回
报这个群体忠诚履职的可靠承诺。这个场所就是议会。每当国王征收新税之前，他就必须首先了
解地方管理者和征税者对上级政府滥用权力的抱怨。就是这样，这种议会代表制通过向数以千计
的地方官员提供道德风险租金的分散保护（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促进了政权的巩固。
当笔者寻找中国古代与议会拥有相同功能的制度时，笔者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就是士大夫的奏

章制度。身处政权官僚体系底层的官员都有权力向朝廷呈递奏折，而且奏折会被广泛传阅［７］。这
种制度化的公开申诉会让每一个地方的官员确信，他们会得到朝廷高官尽可能公正的评判和奖赏，
因为朝廷高官清楚地意识到，任何对地方官员的不公正处置都会招致抱怨，而这种抱怨有可能激怒
遍布全国的其他地方官员，或者让他们士气消沉。然而，假如说中国的奏章制度让通常异地任职的
地方官员有了在朝廷的发言权，欧洲的议会制度则使在自己所居住的村镇管理政府的乡绅获得了
国家层面的代表权。
城镇获得了在议会中的代表权这个事实，使它们成为了近代早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比较英国、西班牙和波兰的政治制度对阐明这种议会代表权的重要性或许有帮助。１６００年左右，
所有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具有代议性的全国性议会（在西班牙称为Ｃｏｒｔｅｓ，在波兰称为Ｓｅｊｍ）。用现
代议会标准衡量，波兰议会在某些方面发展最为成熟，然而，只有农村的贵族才享有代表权，城镇在
波兰议会没有代表；西班牙议会的代表来自各个主要城镇，但这些城镇也控制着周边的乡村；只有
在英国（和荷兰）参加议会的城镇没有控制周边乡村的土地。如果城镇的领导者没有对广袤土地的
控制权，那么唯一的税收来源就是城镇的声誉，即城镇是人们经商的良好场所。当进入国家的权力
系统后，这些城镇自然更偏好保护居住者财产权的政策，也会支持农民的迁徙权，鼓励他们在城镇
工作。
另一方面，农村的乡绅们也在英国议会中获得了的代表权，这对１８世纪公路收费公司

（ｔｕｒｎｐｉｋｅ　ｔｒｕｓｔｓ）的兴起也很重要。这些公司建造了遍布英国的收费公路，让１８世纪的英国拥有
了最好的交通运输系统，并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些收费公路为乡绅所有，但同时也受
国家管制（是国家运输网络的一部分）。乡绅们很有信心，他们的投资不会因为国家的管制而被随
意征用或没收，而这种信心深深地基于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英国的议会中享有政治代表权。
在英国议会中，我们可以发现地方自治政府在国家政治中可以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而在中国

的帝王统治中，笔者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对应于地方自治政府拥有的这种制度化权力的形式。不过，
在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曾经提出把更多的地方自治权力下放到地方的书院［８］。

０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四、美国联邦民主制

当英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后，每一个殖民地都有议会（ａｓｓｅｍｂｌｙ），代表来自各市镇或县，类
似于英国议会。在美国独立战争中，１３个殖民地的议会自行宣布成立合众国（Ｓｔａｔｅｓ），并组建国
会，联合起来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随后，当选举代表的权力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大众阶层时，
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在英美投资更有信心，这为两国在１９世纪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因此，美国人对民主深信不疑。
政治中民主竞争价值的理论论证与市场中自由竞争价值的经济学论证非常相似。正如利润对

经济产出的激励一样，权力带来的特殊待遇也激励着政治作为。市场竞争能够限制企业的利润并
给顾客带来更大的利益，同样，民主竞争也应该能限制阶层特权，并为民众带来更好的政府管理。
这是关于民主的基本论断。要知道，如果朝臣们进一步的剥削不会增加他们失去权力的风险，那么
即使是仁慈的君主，也不能阻止他的朝臣们对更多特权的渴求。
但是，有时这个朴素的理论似乎也会失效，竞争性的选举也可能无法产生更好的政府管理。即

使有自由选举，一个腐败的领导者也能够维持对权力的把控，如果选民们认为其他候选人可能不会
比他更好；如果选举获胜者只用权力庇护他的私人朋友，那么选民只会理性地将选票投给与之有私
交的候选人。事实上，美国致力于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政治，已经出现了这样令人失望的结果，如
伊拉克和阿富汗［９－１０］。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若要成功，那么仅有选举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民

主声誉的候选人，他们负责地行使权力，使最广大民众受益而不仅仅只回报小范围的支持者。任何
社会长期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诸如道路和学校等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大多数选民按理偏好那些能
高效地运用公共资金提供这些公共物品的领袖，如果任何候选人都没有这种负责任地运用公共资
金提供公共物品的声誉，民主竞争不能带给公众任何好处。
因此，成功民主发展的关键是增加具有良好民主声誉的领袖的储备，他们会负责地使用公共资

金。地方政府为领导人提供了开始培育这种民主声誉的最好机会，如果民主始于地方选举，那么民
主取得成功发展的机会最大。美国试图在阿富汗建立的民主聚焦于国家层面的总统选举，而实际
上，美国民主发展却始于分权的地方民主，而且美国民主一向是联邦制的，在地方、州和国家层面都
分别设有独立的选举产生的机构。
联邦民主制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地方领袖在地方管理中负责任地使用公共资源的执政记录

会让他在更高层级政府的选举中成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实际上，地方民主实践为进入更高层级
的民主竞争清除了障碍，进而让更高层级的民主选举更具竞争性。而且，当地方官员预见到，在基
层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会让他们在下一轮更高层的政府选举中赢得选民的信任并成为强有力的候选

人时，他们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提供更优质的地方公共服务。因此，更高一层政府的选举也会有助于
提升地方选举的竞争动力，激发官员在民主实践中提供良好管理的积极性。
另外，当上级政府官员有能力担保和支持地方选举候选人时，不具有代表性的一小撮人支配地

方政府的危险可以通过更高层面政治中不同派别之间的民主竞争得到缓解。不得人心的地方党魁
（ｂｏｓｓｅｓ）知道，即使他们在更高层政府中有一些朋友，假如他们不为本地选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他们也可能面临竞争者的强大挑战，他们朋友的对立派系可能会支持这些竞争者。因此，成功的民
主发展有赖于在从地方到国家层面不同政府民主实践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美国民主的成功一直依赖于通过从地方到联邦的各层次的民选机构，借由刚才已述的

各个层面民主的激励，来推动民主的发展。从美国刚建国开始，一个领袖的成长就经历了参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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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参加州选举，到最后成为国家领袖候选人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试
图在阿富汗建立集权的总统选举民主与美国本土实际建立的基于分权的民主体系的重要差异。

本文聚焦于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分析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因为笔者对这段历史最为了解。
同样，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巨大发展也是依赖于地方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这些政治制度为
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一个良好而安定的环境，让人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去积极投资，去营造一个美
好的未来。

（本文是笔者在２０１１年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制度、动力和领导”国际研讨
会上的主题报告，后经重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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